教育与学生社会流动需求：

对当前有关衡水中学现象讨论的一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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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只从教育的角度来论述教育现象，而没有看到影响教育背后的社会因素，这一直被教育社会学认为是传统教育研究的一个重大不足。教育除了培养人才（育人）这个原始职能之外，它还需要满足社会强加给它的保证不同阶层学生具有合理向上社会流动机会的需求。本文以当前有关衡水中学的讨论为例来说明，知道这点可以如何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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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高考前夕，央视播放了一则对河北衡水中学备考情况的报道。衡水中学是河北的一所顶级名校，连续十几年蝉联河北省高考第一名，曾被《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等权威媒体推为素质教育的典型。而央视是以“高考冲刺：393班的普通一天”为主题，披露了衡水中学“集中营”式的备考情况：在凌晨5:30开始的晨跑期间，学生都是人手一书，在跑步间隙不是地翻看背诵；老师们也忙到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纷纷在校内解决对象问题。报道播出之后，引起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批评者认为，“没想到竟有这样的学校”，“玷污了教育这个词”，“不人文、不人道、不人性、不人情”等等。但也有“打抱不平”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应该简单地归为应试教育，相反，这其中必有其 “精致”之处。

在笔者看来，对这样一个真实现象展开讨论分析，不仅对我国现有的教育理论水平是一个检验，而且也有利于促进促进我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基于此考虑，本文也斗胆从教育社会学的一个常见分析角度入手，来对衡水中学现象及其相关讨论进行一番粗浅的剖析。谬误之处，敬请各位方家指正。

一、当前类似讨论的困局分析
事实上，正如衡水中学的校长张文茂所说，像这样对“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的争论已经有过很多次，而且近些年越来越频繁。不过与他所说“争论不休，进步不止”的乐观态度不同，笔者认为近些年有关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这些争论，已日趋模式化，而且经常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原地打转，迟迟未有突破。

如果对历次争论做一个简单分析，可以看到，在这些争论中，双方使用最多的分析框架还是“素质教育-应试教育”的分析框架，这已成为类似争论中的主流分析框架。这些争论一般都是开始于某个现象或某种做法，被认为是违背了我国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只抓应试，从而作为“应试教育”的典范而遭受舆论批判。但那些被认为是在搞应试教育的实践者，则通过例举一些具体的事例，来说明自己不是实施应试教育，而是实施了很多素质教育。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我们这样做好不好，归根结底应该由人民群众来评判，家长纷纷要求进入我校，就充分说明我们的教育是令人民满意的，而“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衡量评判所有教育行为和现象是否合理的最高依据。这套辩论逻辑和程序，在此次有关衡水中学现象的讨论中，也同样表现得很充分。

如果再对如上的辩论逻辑作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我国教育的两条最高指导原则——“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和“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经常分别被不同的辩论阵营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来引用。虽然从理论上说，这两者是不矛盾的。能够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人民一定是满意的。反之，教育要让人民满意，也必须把学生德智体美各方面都培养好。但在实践中，它们确实经常看到那些被称作应试教育“重灾区”或者“集中营”的学校，往往是当地政府和家长比较满意的“好学校”，校长和老师也经常因此认为自己是符合“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条教育宗旨。

由于在这一层面上，双方都找到了对方很难反驳的立论依据，认为自己这样做的是对的，所以，这一层次的讨论就变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情。

但也有许多分析者把讨论往前推了一步，开始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家长在事实上确实更喜欢把孩子送入那些主要抓成绩，甚至只抓成绩的学校呢？或者说，素质教育为什么在事实上没有在择校市场中得到家长的追捧呢？但这一层次的讨论似乎大多也是浅显的，经常是说来说去就把问题归结到高考制度上去，认为是现在的高考制度在逼迫大家，不得不穷其所有来追求考试成绩和升学率。于是，高考问题就成为到最后总是可以平息类似争论的终结者。而一旦当辩护方把问题归结到高考制度上时，批评者在大部分时候也因为自己无法提出一套可行的替代性策略而不得不作罢。也就是说，第二层次的讨论经常是以得出“看来，关键是还是改革现有的高考制度”这个“共识”而结束。

至于如何改革高考制度，使那些真正实施素质教育的学校，以及那些在德智体美各方面发展的学生能够在高考中表现出应有的优势，从而把“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与“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两者在实践中统一起来的讨论，可以被看做是类似讨论的第三层次了。但从结果来看，经过了几十年的讨论，大家对高考应该怎么改，似乎也没有讨论出有实质性创新的方案来。【1】

由于第三层的问题一直没有突破，第二层的问题就解决不了，第一层的讨论也就只能变成个人情绪偏好的争持。这就是历次有关应试教育-素质教育讨论的现状和困局，长期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原地打转，未见突破。久而久之，公众对这些类似争论就会感到日渐疲倦。

二、问题的原点：教育的社会功能

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有过几次例证，教育的许多深层次现象和问题，最后都要从教育功能到底是什么这个原点问题开始解释。【2】【3】大量的困惑和争论，事实上都是源于我们对原本复杂的教育功能的一种简单理解。在笔者看来，之前历次有关素质教育-应试教育争论，长期在原地打转，一个关键的原因也在于没有从这个原点来思考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对我们的教育到底在履行着什么样是社会功能这个问题有更深的认识，那么我们能够抓住本质问题，从而走出讨论的困境。

事实上，只要我们把当前已有讨论的层次再提升一两级，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问题是如何与教育功能密切相关的。前面说过，当前大家正在头疼的问题是，如何设计出一套更好的高考制度。但事实上，这里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那就是既然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是我们教育最核心的目标，而且大家也都认识到现有高考制度已经成为制约这个目标实现的重要阻力，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索性取消高考，而不是整天寄希望于如何改革高考呢？

这个问题很少人去追问，这不是因为很少人想到这个问题（事实上，想到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而可能是很多人都觉得，取消高考这个选项实在是过于离谱和天真。因为，一旦取消高考，那用什么来选拔人才？ 

这的确是一个比较难以回答的问题。可是，有更少的人会去把这个问题再往前推一步，那就是去追问，我们的教育为什么一定要去选拔人才呢？或者说，教育为什么要去考虑选拔人才的事情呢？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的教育方针，各级各类教育政策文本，以及各种流行的教育理论，说的更多的都是我们应该怎么培养人才，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而不是怎么选拔人才。可是为什么我们在讨论高考改革的时候，我们总是在默认一个前提的存在，那就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机制来选拔人才呢，甚至于不惜忍受因此对人才培养可能造成的各种不利影响？难道，选拔人才对我们教育来说是一个比培养人才还重要的任务？

至此，我们就已经看到，如上讨论如果往深处去思考，最终还是无法脱离我们的教育到底是为什么而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要透彻地弄清楚当前各种素质教育-应试教育的争论，我们首先需要去认真地考察，我们的社会到底要求教育必须履行哪些社会功能。

三、教育必须考虑社会流动的问题：事实与意义

教育最初的本义就是育人，所以，培养人才毫无疑问是教育的一项最原始和基本的社会功能。对此，应该没有人会有异议。但问题在于，教育作为社会整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除了需要履行培养人才功能之外，还必须履行整个社会系统施加给它的其他社会功能。而选拔人才就是社会施加到教育身上的其中一个重要功能。忽略了这点，许多问题就会觉得很难理解。

如何选拔人才是所有社会都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自从有了人类，就存在着社会分工，也因此就存在着安排什么样的人去从事什么样工作的人才选拔问题。不过，在大量的时候，这些选拔标准往往是依据体力、性别、身高、血缘等进行的，与教育关系不大。
教育最初作为重要的选拔标准，是与如何选择确立政府官吏这一重要的社会治理问题分不开的。不过，即使在政府官吏的选拔上，我们最初的标准也不是教育，而是通过诸如暴力、血统、名声等标准来进行的。教育作为选拔政府官吏的重要标准，是人类在经过漫长的摸索之后才确立的。其中做得最好，规模最大，也最为精致的当属我国的科举制度。自从有了科举制度之后，一个人是否能够“当官”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他所接收到的教育水平。
有关科举制度的优劣，相关分析已有很多。但我们教育人对其中有一个问题却很少深入思考，那就是为什么经过不断的“试误”之后，最后社会还是觉得用教育来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科举）是最为合适的呢？

一般来说，任何评价或者选拔都存在着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所谓效率，大致是指这种评价是否能够更加有效率，更加准确地把具备特定潜质的人挑选出来，比如挑选出一群真正具有治国之才的人来担任官员。所谓公平，则在很多时候是指不同群体的人是否都有相对合理的机会被选拔出来，以及个人自身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这种结果。显然，一项好的选拔制度，最好是两者兼具。但在现实中，这两者在很多时候往往是矛盾的。这就取决于决策者怎么取舍了。
在笔者看来，用教育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其优势最重要的还不在于其效率。事实上，教育是否比其他标准，如血缘、举荐，具有更高的评价效率或效度，即通过教育选拔出来的人才，是否就一定比通过血缘标准选拔出来的人才更为适合充任政府官吏，其实是很难说的。而且即使教育在这些方面真有些优势，也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用教育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其最重要的优势还在于公平上。由于教育相比其他因素，为个人的“自致”提供更多的空间，也就是说，教育相比其他因素要更多的依赖自身努力。因此更符合人们对获取优势岗位（如“做官”）的公平感，从而减少不利阶层对社会的仇视感，最大可能地增进社会的稳定。而这才是历代执政者所真正重视的。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历史事件来清楚地说明这点。在公元1397年（洪武三十年），发生了丁丑科会试52名入榜者全是南方人的事情。这引起了北方人士的极大不满，认为存有地域偏见和舞弊。但在复查中，人们发现，那些被剔除的北方考试试卷，其文理确实略逊一筹。不过最后，在并没有明确证据显示存在“舞弊”的情况下，朱元璋还是严处了包括主考官和入榜考生在内的一大批人。而且还亲自策问，专门录取了一批北方人，也自此开辟了南北分卷取士之先例。这就是非常著名的“春夏榜案”。【4】
很明显，朱元璋以存在“舞弊”的官方名义，高调介入并严处一批官员，其前提就是认为，如果真按实力录取，那么南北方考生入榜的比例应该相差不会这么大。但其后来又搞了南北分卷取士的惯例，这说明他们又承认，即使严格按水平录取，南北考生入榜的比例还是会存有很大的差异，否则就没必要这么折腾了。从这一明一暗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明王朝的当政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通过统一考试录取到最优秀的人才，而是首先保证南北方士人具有大致相同的概率来实现向上社会流动，而这对于明初统治者扩大自身统治基础异常重要。【5】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的命运，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只有能够保证各阶层民众具有合理的社会流动机会，一项制度才会长久。“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各地任命一些“得充才盛者”，且“贤有识别者”担当“中正”，由他们根据家世、道德、才能等三方面标准，对候选人进行定级推荐。于此同时，为了尽最大可能防止“舞弊”，用现在的话说，国家还设置了一系列配套制度。应该说，从这个评价方案本身来说，还是比较完美的。如从理念上说，他们对综合素质的理解就比后期科举只重才的要先进，而且重在“行状”的评价也颇为符合当前所说的真实性评价和表现性评价之理念。而且事实上也证明，这项评价制度在创立之初是非常正面的，“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6】“乡邑清议，不拘爵位”。【7】
但我们现在知道，无论这套制度在其他方面多么的合理，但这套制度有一个客观的后果就是，它有利于士族（势族）垄断晋升渠道，严重地阻碍了下层社会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著名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控诉的就是这种制度。而正是因为这一点，即使它符合当时主导政治形态——门阀政治的利益，【8】但仍然在政治上遭受剧烈的批评。最后，被考试取代。【9】
总而言之，基于如上所述，我们可以大略地说，对于国家来说，它需要一套机制来保证社会各阶层具有一定比例的社会流动机会，而且能够给民众一个想象，那就是这个流动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取决于自身的努力的。经过了长期的历史试误，人类最终选择了教育来承担这个社会功能。自此之后，教育就不再是简单的育人或者培养人才的问题了，还附加了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

从教育本身的立场来看，教育被附加上这些工具价值之后，教育就被异化了。而且，这也的确是当前各种教育问题的根源所在。但如果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光从教育来看教育，所有的教育问题和现象都应该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来思考和分析。而从整个国家或者社会系统来说，由教育来承担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应该说是一个历史进步。

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不同学生的学业成功机会

显然，任何执政者都希望教育能够一方面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另外一方面又能够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合理的社会流动机会。但从历史经验来看，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甚至在有些时候，这两者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的。我国历史上曾争论多年并且一直没有处理好“办学”和“科举”这两者关系的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10】

这个问题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在当前的教育改革中也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我们的课程教学和评价日益强调自主探究能力，这毫无疑问是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换言之，这样做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是非常有助于提升我国学生的综合素质的。但我们也要承认，相比之前强调的死记硬背，强调自主探究能力对学生的家庭背景更为敏感。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那些家庭背景更好的学生（比如父母的教育水平更高），可以从自主探究的教育过程中获得更多，也有更多的成功机会。又如，我们都知道，新课程把老师从“唯书本”中解放出来之后，对推进素质教育很有帮助。但我们也要看到，不同老师之间的教学效果差异也因此变大了。因此，那些在落后地区的学生，从中所获得的收益与发达地区的竞争者是不一样的（尽管两者都比以前可能更好）。前者要获得同样的成功机会，可能就需要在其他地方付出更多。

这方面的例子可谓是举不胜举。教育社会学的研究也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证明。但遗憾的是，我国课程教学领域的许多学者，对此似乎还没有足够的敏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即使很多人认识到存在着这个问题，比如某个群体的成功机会相对减少，但由于他们认为，相对于素质教育这个“大事”来说，这点“小事”不算什么，或者说这是一个不得不承受的代价。

但事实上，正如前述，如果从国家和社会层面来看教育，教育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大局就是，如何为不同阶层子女提供合理的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可能在执政者看来，这甚至是一个比培育什么样的人还重要的问题。所以，这绝非是一件小事。

知道这点，我们再回来分析当前有关衡水中学的一些现象和争论。从笔者个人的教育立场来看，我并不欣赏衡水中学的做法，不认为这代表着素质教育的方向。但从一个理论分析者来说，笔者又认为这个事情要比我们大部分所想象的更为复杂和困难。

如果承续上面的分析路径，我们可以看到，讨论分析衡水中学的现象，我们首先需要先弄清楚的几个问题，即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否还存在着明显具有层次等级之分的社会分工？教育是否还是大家比较公认，而且也具有政策合法性的人才选拔机制？如果这两者的答案都为“是”的话。那么，我们的讨论就不能够回避一个前提，那就是无论是普通家长民众还是国家领导人，对教育都有一个基本的诉求，那就是教育要为普通民众的子女提供向上社会流动的渠道。而且，我们也要认识到，任何危及这点的做法，无论其他方面做得怎么好，都是不可接受的。

确立了这个讨论的前提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对衡水中学当前有关做法是否合理正确的讨论，除了之前大家说的“素质教育-应试教育”这个分析框架之外，还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视角，那就是考察其现在的办学模式对当地具有不同家庭社经地位（SES）的学生的学业成功机会
的影响是什么。具体地说就是，衡水中学现在这样“集中营”式的教学管理实践，对哪些学生的学业成功机会较为有利？如果换一种办学模式，那么又会对哪些学生的学业成功机会发生影响，以及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遗憾的是，除了在央视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个别老师、学生偶有提到这个问题之外（如有老师就提到，之所以这么狠抓考试成绩，还是考虑到学生需要这个来为自己找到出路），笔者没有看到对这个问题有深度分析的讨论。当然，这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问题不像其他问题，大家只要谈谈自己的想法就可以，而是需要有大量坚实数据作为支撑。而国内还很少有这样的数据库能够帮助我们来分析，像衡水中学这样的学校和这样的做法，对于不同群体的社会流动到底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本文也同样因为缺乏足够的数据，而无法对这个问题展开深入的分析，只能从理论上阐述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所以，笔者非常期待，这次讨论能够为我们后续该去努力的方向有一个启示，能够在下一轮类似争论到来之前，我们学界能够拿出更坚实的数据来深入讨论，而不再是把今天讨论的几个观点再重复一遍。这样，讨论永远无法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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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and students’ upward social mobility: An additional remark to the discussion of Hengshui-high-school phenomenon 

Ke Zheng(Assistant Professor, Ph.D)

(Institute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It is often seen that educational researchers get used to understand education from the educational principle only. Their indifference to the social contexts which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education is criticized for long time by sociology of education. Cultivation is the intrinsic function of education certainly. But the function to promote students’ social mobility is also imposed on education by society, and it shall not be overlooked. This paper takes current discussion about Hengshui-high-school phenomenon as an example, to show the importance of this sensibility for education problem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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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教育部青年课题“课程改革对农村学生重点高中入学机会的影响研究”（EHA100387）的成果之一。


� 具体讨论可以参照《基础教育课程》杂志2011年第9期。在这一期，他们特别开辟了一个专栏，组织和收集了一批围绕衡水中学的讨论文章。


� 一个证据就是，我们可以中国期刊网（知网）上搜索到许多认为衡水中学是素质教育做得比较好的分析文章。


� 去年《南方周末》一篇“穷孩子没有春天”的文章，迅速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引发整个社会对“寒门再难出贵子”现象的集体忧虑。《人民日报》近年来也发表了多篇诸如《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等相关文章。这些文章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和关注度，远比素质教育或课程改革的相关报道来得强烈，这本身就说明，至少在政治上，这个问题可能要比素质教育还重要。


� 由于一个学生要实现向上社会流动，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是就业质量，而就业质量不仅取决于高中的学业成绩（因为这决定了他是否能够上大学，以及能上什么大学），还取决于大学期间的学业成绩或者综合表现。而学生在大学期间的表现一部分也是受到高中教育的影响的。所以，从理论上说，我们对高中教育对学生社会流动的影响也需要考虑这些方面。不过，本文为了论述的方面，就把这其中的关系进行简化，但其基本逻辑是一致的。





